一位世界公认的肝癌专家

——记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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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国际著名肝癌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敢于攻克科研禁区的科学精神、“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及教书育人的感人事迹，概述了这位指导出4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培养的独到见解，表述了他对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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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3日上午，复旦大学逸夫楼演讲厅正在举行一场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出席“华东地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2005年研讨会”的100多名代表，正聚精会神地聆听汤钊猷院士作“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之我见”的报告。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很快就结束了，但举手提问的代表一个接着一个，汤院士用嘶哑的声音概要精辟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复旦大学副校长周鲁卫教授不得不打断大家的提问，他告诉代表们，汤院士是带病为今天的会议作报告的，顿时，会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其中充满了与会代表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专家的崇高敬意。

汤教授从事肝癌研究近40年，使我国的肝癌诊治和研究水平走向世界前列。他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自1984年担任博士生导师以来，共培养出博士生32人，其中4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他对研究生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近年来，他又重视对“医学软件”的研究，先后为研究生、导师、青年医师进行了10多次关于“医学软件”的演讲。翻开记载他医学成就的档案，聆听他一次次关于医学软件的演讲，都会留给我们很多的启迪与思考。

一、他选择了攻克“癌中之王”的艰难道路

汤钊猷教授1954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后留校在中山医院工作，师从我国著名的外科学家崔之义教授和血管外科专家冯友贤教授。导师的辛勤培养和严格要求，加上汤教授的刻苦钻研与勤奋好学，为他以后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9～1968年师从崔、冯两位教授期间，汤教授从事血管外科的临床和实验工作，在几百条狗身上做实验。1962年，他用解剖显微镜加落地架，以顽强的毅力在国内首先开展了显微血管外科工作。有了这个基础，1966年，他与手外科专家杨东岳一起施行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成功。应该说，当时汤教授在血管外科已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然而在我国，肝癌是肿瘤中的常见病、高发病，而且被称为 “癌中之王”，汤教授所在的中山医院病房里也收治着大量的肝癌病人。这些病人常常是满怀希望地走进医院，不久就离开人世。汤教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968年，周恩来总理向医务界发出了“攻克癌症”的号召。“解除病人的痛苦是医生的责任，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抱着征服癌症的念头，他毅然放弃了血管外科，投身于征服肝癌的伟业中，从此，他和他的同伴们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肝癌研究之路。

过去权威的教科书上写着：“肝癌的病程是2～5个月。”因此，一个人患了肝癌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而且送进医院的病人已多为肝癌晚期，当时的医师天天在为维持这些病人的生命而疲于奔命。

汤教授不唯书、不唯上，敢于挑战教科书上提出的这一极限。30多年来，他和同事们与肝癌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较量，将全部身心交给了肝癌患者，交给了医学科学的研究。

第一个回合是20世纪70年代，汤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发现用测定甲胎蛋白的方法对“健康者”进行普查，证明用甲胎蛋白的动态曲线可诊断出尚无症状的小肝癌，切除小肝癌的患者5年生存率可达60％左右。这是第一次大幅度提高肝癌切除后生存率的重大发展，改变了过去“肝癌是不治之症”的传统观念。该研究成果1979年获得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汤教授由此提出了“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亚临床肝癌”的新概念，由他撰写的《亚临床肝癌》一书英文版出版后，震动了世界肿瘤学界。

第二个回合是20世纪80年代，他带领科研小组开始研究对中晚期病人实施导向治疗、介入治疗和综合治疗，使部分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缩小后变成可切除的小肝癌，并加以切除，使这种“缩小后切除”的远期疗效也达到60％以上，为中晚期肝癌病人的治疗开辟了希望之路。这项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第三个回合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汤教授将研究目光敏锐地投向肝癌的复发转移这一世界难题，他组织基础、临床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对肝癌的裸鼠实验模型、复发转移的相关分子，从基因组和蛋白质组水平等方面进行攻关，已获取不少新的知识、技术和成果。在肝癌诊治的临床及研究领域， 汤教授始终站在国内外研究的最前沿。

汤教授用自己30多年的临床与研究实践向世人宣布：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创新是灵魂；创新、实践、毅力是取得成功的法宝，而扎实的基本功、拥有大量知识与信息、科学的辩证思维是保证创新的核心。他以自己的实践不断证明，科学工作者要敢于创第一、敢于在世界上为中国占有一席之地：他1981年主编的《原发性肝癌》是国内第一本肝癌专著；由他主编并且英文出版的《亚临床肝癌》是国际上第一本小肝癌专著；1993年他主编的《现代肿瘤学》是1978年以后国内第一本肿瘤学专著，也是1997年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医学专著之一，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由于在肝癌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连续8年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1990年、1994年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1986 ～2004年汤教授已主办5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大型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逾4000人。他还应邀担任10本国际杂志编委，任2本亚太区杂志主编。2004年汤教授当选为美国外科学会名誉院士，是我国大陆唯一获此殊荣的专家。美国外科学会主席POLK在介绍汤教授时说：“上海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一位世界公认的肝癌专家，他在实验研究和外科临床的贡献极大丰富了对肝癌的基础知识并提高了临床疗效。”

汤教授成功了！他给肝癌病人带来了福音，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为医学科学作出了贡献！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严谨进取，放眼世界”的科学态度，他认为“成功是建立在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任务的基础上的” 。这是他几十年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后辈的寄语。

二、他提倡“以人为本”的医学教育思想，他要写一本关于“医学软件”的书

汤教授是肝癌研究方面国际公认的专家，他对医学教育、人文精神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汤教授认为，在医学教育中要重视人文精神。医学教育培养的学生将来是为病人服务的，医生对病人需要人文关怀。其他事情出了错还有改正的机会，而医生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一旦发生错误，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严重结果，连纠错的机会都没有。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因此医生的责任重如泰山。同样，在医学科研中也需要人文精神。他说：“病人是人，我们不能将病人当作学习知识的工具，更不能将病人当作科研的试验品。因此，我们的医学科学研究，很多都需要建立动物模型，在动物身上做试验，有了对病人有用的实验结果，还得经过一系列的试验，有把握了才能用于临床。”“医学科研周期长，来不得半点虚假，这都是医学科研工作中的人文精神。”汤教授认为，现在在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中，硬件大为改善，但“软件”还要跟上，他因此要写一本关于“医学软件”的书。

在这本书中，他除了要阐明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外，还要论述医学的辩证思维。比如，有许多疾病过去是很难诊断的，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变得容易诊断了，这是从难到易的辩证转化。再如，人们以前都认为，小的肝癌会慢慢长大，长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手术切除了，但现在通过研究发现，综合治疗后大肝癌可慢慢缩小，从不能切除变成可以切除，这就是大小之间的转化。汤教授认为，作为医生如果没有辩证思维，就不能做个好医生，就无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在这本书中，他还要探讨“技术与学术”的问题。他认为，作为医生，固然需要高超的技术，但现在不少医生整天忙着开刀、看病，甚至周末也要出去做手术，很少重视学术研究，这样下去，医生只能成为一个开刀匠和看病的郎中，难以前进，更不能创新，21世纪的医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技术是医术的基础，学术是医术的灵魂，而创新又是学术的灵魂，对解决病人的疾苦有利，对提高我国的学术声誉有利。汤院士对学术界的浮躁作风、弄虚作假甚为担忧，他认为学术一旦失去其真实性和科学性就成了伪科学，其危害极大。

在这本书中，他还要论述如何用“三个代表”的思想来培育青年医生和研究生、大学生。他认为，我们应该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自觉地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求我们的医生、医学学生要有高超的医术，要奋发学习，重视科研，不断创新。“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求我们要有高尚的医德，医德医风是医生做人的根本，科研道德和科研作风是科研人员的灵魂，我们今天还得提倡向白求恩学习，在科研工作中还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求我们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要待病人如亲人，对病人极端负责任，从病人最大的利益出发，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他希望青年人、研究生要树立为振兴中华大业勇于献身的精神。

在这本书中，他还将系统地论述学科建设、师资梯队建设在高等学校中、在医院中的战略地位，他认为这是“软实力建设”。我们现在都强调将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其关键是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建设好学科，出得了成果，学科带头人则是关键的关键。汤教授将学科带头人的基本素质概括为七个方面：有很强的事业心，有扎实的基本功，有创新精神，有力争第一的勇气，能善处逆境，善于团结他人，具有健壮的体魄。而所有这些素质，都是长期艰辛磨炼的结果。

三、他对研究生严格要求、大胆放手、鼓励创新，期盼学生“青出于蓝而早胜于蓝”

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汤教授共培养研究生51人，其中已毕业博士生32人。在他看来，对国家来说，博士生是振兴中华的战略力量，是我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方面；对一所重点大学来说，博士生是高层次师资的重要来源，是出科技成果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因此，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外著名大学无不将博士生培养置于重要位置。

汤钊猷教授认为，人一生中如有重大科技创新，通常也就是1～2项，而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多是在30岁前后，比如Watson发现DNA双螺旋时，年仅25岁。博士生正处于这个年龄段，是一个最富创新精神的群体，他们很少有保守思想，又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博士生毕业时，往往是他们有重大发现的前夕。因此，他对博士生要求严格、大胆放手、鼓励创新。他总结出如下几点博士生培养的基本经验。

1．抓严谨学风

在治学严谨方面，汤教授堪称表率。他抓学生的学风是严谨再严谨，年过七旬的他，临床、科研、外事及社会活动繁忙，但仍挤出时间，投入大量精力为研究生修改论文。这里是他为一位博士生修改论文的摘录：“××：我在2004年11月21日所提的修改意见，很多都没有改进去（接着列举了多处未修改的内容——笔者注，这里从略），这些在修改稿中还是没有看到。另外，图表在文中的位置要注明，这些都是属于基本功的问题。此稿也没有加。……我可是开夜车帮你改的。你不认真，我又何必认真呢？汤2004年12月4日深夜。”该生拿到汤老师的意见，很受震动，再次修改了论文。汤教授很快又对全文进行修改，提出了如下书面意见：“××：总的不错，资料丰富，但最好再改一下。①博士论文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作品，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首先是科学性但也要重视艺术性。最后如逻辑性……文字的精炼，文章的引人入胜，用词过头也容易引起反感。②题目是最重要的，要画龙点睛。我加了副题是希望更突出新发现，……。③摘要是最重要的部分，摘要中的结论尤其重要，要反复推敲、修改。……”经汤教授多次修改，该生的博士论文发表于影响因子为5.5的Proteomics杂志上。一位博士生的一篇学位论文2005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仅是题目，汤教授就改了3次，全文修改了7～8次，论文完成后又要求学生补做裸鼠实验达一年多。汤教授对每位学生的论文都精心修改，大到论文的整体思想、题目、摘要、结构，小到标点符号、错别字、格式等，常修改6～7遍之多，学生们都受益匪浅。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还体现在细微小事上，就拿开会来说，尽管事务繁忙，但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参加会议，他总是准时到达，他的学生也因此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

2．抓研究方向

汤教授要求博士生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由博士生自行思考在导师的研究领域内选定研究方向，确定研究课题。他认为，研究方向要考虑连续性，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每10年定一个研究方向，由多名博士生分阶段连续完成，形成特色，既能带动全局，又能出大的成果。为此，他在与学生讨论定题时，除要求研究结果有较广阔的应用前景外，特别强调创新。他认为研究题目不宜选得太大，但要在某一点上进行深入研究，兼顾高、精、尖技术的应用。他指导的4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都是经过精心选定的课题，既来自临床实际需要，又紧跟国际前沿信息，研究结果都具有潜在临床价值。

3．抓原始创新

博士学位论文的原始创新并不容易。汤教授认为，首先要有创新意识，不能只满足于紧跟和填补空白，那只能是跟着别人走。其次要有辩证思维，鼓励学生敢于怀疑、修正过去的常规、定律。再次是要有魄力和毅力，导师和学生都要敢于冒风险，遇到困难能顶得住，持之以恒。四平八稳的课题、急功近利的思想，决不能做出具有原始创新的论文。汤教授认为临床科研的原始创新，必须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创建我国的特色医学。

博士生王鲁的博士学位论文“α干扰素及其他制剂干预肝癌转移复发和肿瘤生长的实验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干扰素有减少肝癌转移的作用，2000年发表在影响因子9.5的国外杂志上，2002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博士生叶青海的博士学位论文 “肝细胞转移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其转移相关基因的筛选——cDNA微阵列技术分析”，应用肝癌基因表述谱，预测乙肝病毒阳性肝癌转移，获得了一些新发现，2003年发表在权威杂志Nature  Medicine上，影响因子达31.2，被引用36次，2005年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汤教授指导的另外两位博士生贺平（2000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李雁（2004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都有较大创新，他们的文章也刊于有较高影响因子的SCI杂志上。

4．抓国际交流

根据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汤教授主张将博士研究生推向国际学术舞台，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一是要求博士生向国际杂志投稿。他培养毕业的32名博士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62篇，平均每人近2篇。二是鼓励和组织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言，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他在上海主持的几次国际学术会议，几乎所有在校研究生都参与了会议的接待和秘书工作。三是积极选送博士生与国外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经他积极联系与推荐，肝癌研究所与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诸多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2004年以来他先后选送了4名博士研究生与国外进行联合培养，让他们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

5抓软件建设

汤教授作为国家重点学科——肿瘤学的学科带头人，充分认识到软件建设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作为博士生导师，首先要有良好的医德和科研道德，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被评为2006年上海市科技功臣。他的学生说：“与汤教授相处时间长了，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养成做事严谨的习惯，他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在随时随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汤教授还积极地争取课题和学科建设经费，自1982年至2004年以他为第一负责人共争取到4000万人民币的科研和学科建设经费，为博士生培养提供了充裕的科研资金。

汤教授具有让学生超过自己的胸怀，他期盼学生“青出于蓝而早胜于蓝”。近年来他所发表的论文中，65％是他所指导的研究生参与写成的。他曾发表SCI论文182篇，其中他作为通讯作者的58篇均为他的研究生完成的。他不仅要求学生要有高尚品质和精深的学问，还注意培养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有人问汤教授：“这样培养研究生，不是要花去你太多的心血吗？”他却说：“我一方面培养学生，一方面促使我进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许多新东西比我给他们的还多。”这就是汤教授严谨的作风和谦虚的为人！

汤教授还极为关注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他说：“研究生是我国科教兴国的一支战略队伍，而不是战术队伍。”就在这次华东地区的研讨会上，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我国的医学研究生教育，甚至整个医学教育的学制和学位设置太乱，国家要重视研究和解决。

（2）硕—博连读制度，有利于科研工作的连续性，有利于快出人才、早出成果，应予总结和提倡。

（3）基础医学不能削弱，临床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必须加强。

（4）行政管理部门不能管得太多、管得太死，领导部门主要是确定大方向，把握大目标，质量把关主要靠导师，因此，必须极为重视博士生导师队伍的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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